
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探索

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无疑应该体现新时代特征，这就需要着眼于反思的视角与此前研究进行对

话，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要取其精华并予以合理的借鉴吸收，不合新时代精神的要敢于批判并及时

剔除。
第二，从外部助力来看，也可从三个方面来审视。 一是在党和国家及责任部门的导向作用方面，

没有呈现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 具体而言，目前所见主要还是上层在发力，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在历年的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和课题指南中都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自然含

及历史学）作了重点倡导，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课题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到位，这无疑需要尽快改变。
二是在学术机构和团体的推力方面，仍然处于有领头雁却未形成有梯次的雁阵景观。 具体而言，中
国历史研究院一经成立，就强力发挥了领头雁的巨大作用，比如召开了一系列以构建中国特色历史

学“三大体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成立了“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近代

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等学术平台，并积极与各地和有关高校合作举办相关学术活动，
但其在高等院校、党校、地方社会科学院史学系统的推动作用尚未显现，各地仍然处于“我行我素”的
阶段，没有出现“头雁领航、雁阵齐飞”的美好景象。 三是在学术期刊助力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

系”建设方面，主要还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史学专业刊物发挥关键的引领

作用，少量综合性期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也起到重要引

领作用，但无论专业性刊物还是综合性刊物，在聚焦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持续发力方面

仍有所不足，这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总之，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今后务须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这一平台，组织协调国内外历史学专家

学者，充分调动其研究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内生动力，并进一步借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和各省市相关责任部门的推力，发挥各学术机构、团体与期刊界的助力，切实推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历史学“三大体系”。

统计历史：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若干思考

付海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近年来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研究者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并初步产生了较为丰硕

的成果。 梁启超在 20 世纪提出的历史统计学是近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标识性成果，
也是当下重要的历史遗产。 中国历代王朝较为重视统计工作，尤其是近代保留了很多统计史料。 统

计的内容与资料，正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关键与核心问题，与国家治理等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

重大议题密切相关。 如何发掘、利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计资料，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内容，也是其重要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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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历史统计学”的提出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梁启超是无法忽视

的重要历史人物，其倡导新史学是丰富的历史资源，而历史统计学即为其中一例。 早在 1922 年，梁
启超在东南大学受邀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统计学》演讲，倡导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历史统计学”。 什

么是历史统计学？ 梁启超解释道：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收集、整理史料中的数字，并由此来“推论史

迹”，换言之，历史统计学就是“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① 梁启超称，他和朋友们确信它是研究历

史的一种好方法，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② 梁启超还强调研究历史真相，不能单看表面上的几

个大人物、几件大事，要看整个社会的活动变化。 要探寻整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必须要收集整理同类

的人和事，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极其新奇的现象与极其有价值的原则。 他以收集蝴蝶标本为例解释

道，看见一两只蝴蝶不算什么，但是一旦到了动物学者的手里，成千上万的蝴蝶标本聚拢起来，通过

综合、分析，便可以成就“绝大学问”。 史学研究者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与收集整理蝴蝶标本也是同

样的道理。③

梁启超提醒听众和研究者要明白统计学的作用是“观其大较”。 统计学中，如果我们想研究什么

事，只要把它的专门统计表拿来一看，就能立刻发现真相。 所以，梁启超敏锐注意到当时已经出现的

“统计年鉴”等类之出版物的重要价值，将其视为研究现代社会的绝好材料。 梁启超强调，如果古代

中国也有统计年鉴类的材料保存下来，我们便根据它看出许多历史上“大较”的真相，然后去追究其

原因。 如果没有这种“现成饭”，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弥补这种缺憾。④

客观而言，在梁启超之前的史学研究者中，不少人注意到中国正史中的统计资料并有一些重要

研究成果。⑤ 但是，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正式提出“历史统计学”这一标识性概念后，历史统

计学才成为新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梁启超为何会提出历史统计学的研究

方法？ 有学者注意到统计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特别介绍了“统计”一词在清末民初的传入。⑥

随着统计学知识的输入以及统计机构的成立、统计活动的开展，包括各领域统计成果的运用与研究

也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 历史统计学的提出，充分反映了作为新史学倡导者的梁启超，对最新社会

科学知识的了解以及开放态度。 梁启超不仅提倡历史统计学，而且还在讲演中介绍了自己的实践经

验，充分展示了历史统计学的魅力。 尽管部分学者对梁启超的历史统计学有所批评，但在其大力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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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83 页。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483 页。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483 页。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483 页。
例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专设户口考，研究了历代户口统计数字，提出人口质量的重要性。 徐光启著有《农政全书》，明确提

出“人口增长率”的概念。
王霞：《“他者”入史：历史统计学方法的产生与运用———以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
在近代中国统计学知识形成的早期，日本学者横山雅南的《统计通论》较早受到国人的关注，孟森曾在 1908 年将其翻译出版，在
横山雅南的书中，统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经济、政治、社会、道德、教育及宗教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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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民国时期历史统计学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①

从“历史统计学”作为研究方法之一种的性质而言，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从当下反思，我们肯定

能够发现它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足、问题、缺陷乃至弊端，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拒绝甚至否定这

种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 事实上，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比较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注重运

用了历史统计学的方法。 尤其是继 20 世纪 80 年代计量史学的流行后，当下历史统计学以“数字人

文”“大数据历史研究”“量化历史”等新名目再次引起高度关注。 确切地说，在人工智能将全面影响

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最传统的学科之一的历史学，已经无法回避大数据历史、量化历史、数字历

史等潮流的冲击。 当下，我们无需再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是否、有无必要迎接大数据历史的

问题，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开展大数据历史、数字人文的研究。 特别是在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

识体系的重大、紧迫使命下，重新认识、继承“历史统计学”的优秀思想，把统计作为内容、方法与途

径，这是当下值得历史学界高度重视的议题之一。

二、作为研究内容的统计

在诸多较为权威的统计史研究成果中，一个基本共识是“在我国丰富而优秀的历史遗产中，统计

占有一定的位置”。② 尽管中国直到民国时期才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近代统计学知识体系，但不少统

计史的权威成果都强调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开始，统计实践就成了我国历史上极为丰富的史料来

源。 1990 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史略》（刘叔鹤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年再

版）以 35 万字的篇幅，梳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历史时

段上的统计史迹；2018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统计史简编》 （《中国古代统计史简编》编写组编著，中
国统计出版社）尽管仅有 15 万字，但是在编写体例方面，与以往按照历史时段研究统计史事不同，
它按照统计学的专题分类，研究了古代中国的统计组织、统计法规、统计活动、统计制度与方法、统
计思想。③

无论按照时段还是按照专题研究，上述两部代表性的中国古代统计史通史著作，都充分验证了

梁启超在“历史统计学”中有关中国存在丰富统计史料的判断。 梁启超强调中国纸本文献上的统计

史料极其丰富，除了别史、杂史、文集、笔记类史料，仅仅是一部“二十四史”，就算得上珍贵的文献宝

藏，如正史中的“表”就给研究者留下了“种种好资料和好方法”。④ 从统计资料的角度来看，“二十四

史”中除了“表”，《食货志》也是重要的统计内容。 粗略检索就可发现，除《史记》以《货殖列传》外，
从《汉书》《晋书》《魏书》开始，历代正史中均设有《食货志》，《食货志》的内容涉及户口、田土、赋役

等国家重大事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正史，我们还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上还出现、保留了很多

各类专门统计资料，可以稍举几例：一为贯穿了整个宋代的《会计录》，它包括了经济、财务和统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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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勤：《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3 期；石莹丽：《民国学界对于历史统计学的认同与质

疑》，《史学月刊》2015 年第 12 期。
刘叔鹤编著：《中国统计史略》，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年再版，“前言”，第 1 页。
《国家统计局局局长宁吉喆为〈中国古代统计史简编〉作序》。 https： / / www. thepaper. cn / newsDetail_forward_2726310[2024 - 01 -
23]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4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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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被视为唐代《国计簿》后，以户籍、版图、财计为基础的重要经济文献；二为明代的黄册。 研究指

出，明代黄册制度是从户贴演进过来的、更为严密的户口和赋役管理制度。① 2019 年，非虚构历史作

家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以通俗文字再现了明代黄册这一统计资料档案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

作用。
从晚清开始，近代中国的统计发生了新的变化，统计知识、统计重要性不断被接受，统计法规、统

计组织逐渐正规化，统计机构多元化，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各社会团体都积极开展各种统计

的实践，相应的统计成果不断涌现。 比较重要且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几种统计，有人口统计、农业

统计、工业统计、商业统计、物价调查和物价统计、运输统计、教育统计、卫生统计、司法统计、地质统

计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是重要的统计机构，在其组织下，近代中国形成了丰

富的统计资料，其中就有作为中央政府施政依据的“全国统计总报告”。 根据已有资料的介绍，全国

统计总报告从 1935 年至 1947 年，共完成了八次，内容包括从疆域等自然地理概况到政治、经济、军
事、社会等各个方面。 1941 年第三次全国统计总报告核编过程中，分类统计有 40 类、146 纲、407 目

的内容。② 根据全国总报告的内容，国民政府主计处还编制了《中华民国统计年鉴》《中华民国统计

提要》。 近年来，民国时期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鉴于民国时期各类统计资料涉及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各个方面，“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启动了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影印计划，先后出版了《民国统计资料四种》（全 14 册）、《民国时期司法统

计资料汇编》（全 22 册）、《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 （全 30 册）、《民国教育统计资料续编》 （全 25
册）、《民国时期国情统计资料汇编》（全 45 册）、《民国时期国情统计资料续编》（全 36 册）、《民国时

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全 50 册）、《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续编》（全 30 册）、《民国时期社会统计资

料汇编》（全 20 册）。
除此之外，近代各级政府、各种机构、期刊、社团出版了大量年鉴，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

统计。 除了国民政府、学术组织的调查统计，还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调

查统计工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组织调查工人、农民斗争等状况，先后完成了《水口山

工人俱乐部纪实》《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时，他开设了《统计学》的课程。 抗日战争时期，全党大兴调查之风，组织各种调查团，大兴调

查统计研究活动。 其中，张闻天主持了晋陕农村调查。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马洪等人整理下，张
闻天的调查报告汇编文集出版，近年来在学者努力下，重新发现了调查原始资料，对加强陕甘宁边区

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③ 近代以来，日本政商军学等各种势力对中国的调查统计无

所不及，也留下了诸多统计资料。 除学术界较为了解的日本满铁调查、领事调查、东亚同文会调查等

之外，为加强对华侵略，日本在抗战时期推行了大规模的“占领地调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
思想等各个方面，连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宗教调查、宗教统计等都非常详细。

近代中国保留了如此之多的统计，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部分调查统计可能存在统计机构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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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叔鹤编著：《中国统计史略》，第 276 页。
参见《主计处统计局核编第三次全国统计总报吿情形》，《统计界简讯》第 27 期，1943 年 12 月。
岳谦厚、张玮：《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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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统计格式不统一、数据不准确等情况，但是无法忽视、否认这些统计内容的重要性。 也正是如

此，梁启超特别强调“统计年鉴”等类之出版物是绝好的现代社会史研究资料。 近代以来统计资料的

丰富与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古代中国，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视角来

看，中国历史上的统计资料恰恰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加强这些统计资料内容的研究，才能

够了解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并从中汲取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①

三、作为问题意识的统计

基于历史上丰富的统计史料，梁启超认为运用统计方法治史或许是中国人最初发明的。② 如何

用好统计史料？ 梁启超提出做学问的两层功夫理论。 做学问的第一层是要知道“如此如此”，即要知

道事实是什么；做学问的第二层，要推求“为什么如此如此”，也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实。 梁启超强

调，我们要先设法知道事实是什么后，才能推求事实为什么如此。 即便自己不能做到，把事实摆出来

让别人推求也是有益的事情。 如何才能知道事实为何如此呢，他认为“统计法”便是重要的依托。 梁

启超强调他并非说统计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好方法，但是敢说统计法“最少也是好方法中之一种”：
“因为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业’，而这种‘观其大较’的工作，实为‘求
共’之绝妙法门，所以我们很喜欢他”。③

丰富的统计数据首先告诉了我们第一层事实的内容，更为重要的第二层———为什么如此，其实

已经涉及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了。 梁启超通过列举“异族同化人物表”等五个统计表题目给学术界做

了初步的示范。
在“异族同化人物表”中，他提出要把各史有传的人姓氏谱系来历稍微蹊跷的———如长孙宇文之

类，都去研究一下，考订某姓出于某族，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接着，把各史传中明确记载某人属于

某族的情况一一列出。 通过这些方法，能够辨明其族别分属匈奴、鲜卑、氐羌、蛮诏、高丽、女真、蒙
古、满洲，等等。 在梁启超看来，此表一旦做成，不仅仅在事实层面能“看某种族人数何如，某时代人

数何如某地方人数何如”，更能大概了解“各外族同化程度及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所含成分如何”。④

不得不承认，梁启超的这个研究设想，无论对近代中华民族研究，还是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还花了大量篇幅谈他制编的“二十四史”历史人物之地理分配表。 经过统

计分析，梁启超总结出南升北降等四大原则。 尽管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表，但是从问题

意识上来看，这一研究以及后来“历代著述统计表”对中国精英人物分布、中国文化重心的流变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列举“历代战乱统计表”等五个统计表题目及重要价值后，梁启超说：“像这种

大大小小的统计表题目，常常在我脑子里转的，不下几十个。”⑤这也说明，正是统计资料启发我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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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统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已经吸引了海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参见 Arunabh Ghos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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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出更加重要的问题意识。
以近代中国人口统计为例。 1928 年 5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知各省从当年 6 月开始进行

全国性的户口调查，并限定 1928 年 12 月前一律办竣呈报。 1929 年后，依照内政部的《户口调查统计

报告规则》，各省市政府有逐年自行调查户口之举。 1931 年，内政部统计司正式将《民国十七年户口

调查统计报告》出版发行。 南京政府为什么要开展人口统计？ 人口统计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如果

深入了解人口统计数据背后的事实，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提升从事这项研究的问题意识。 时任内政部

统计司司长的彭昭贤在人口调查报告的“弁言”中解释了户口调查的由来。 在国外的国际统计会议

上，美国学者坚称中国人口只有 3. 3 亿，意大利、日本等国附和此种观点。 尽管中国代表极力辩争中

国人口不止此数，但是由于没有户口调查，无法提出确切的证据反驳。 彭氏指出，外国学者将中国人

口从少估计实际上别有用心，在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看来，中国土地如此之大、物产如此之丰，但是人

口如此之少，其他国家地狭人稠，因此向中国殖民乃是天经地义！ 作为中国强敌的日本，也善于利用

欧美人此种心理来谋求不当利益。①

由上可知，户口调查不仅仅是内政需要（户口统计是施政之标准），不仅仅是学术话语权之争

（洗刷“无统计国”之耻辱），更直接关系到抵抗外敌侵略的现实，这也赋予了户口调查重大的问题意

识与研究价值。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关键词。 在众多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中，基于近代中国统计以及现代统计资料的研究，对于提升中国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基于

近代丰富的统计资料，马敏、陆汉文提出建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计划，提倡运用长时

段的统计数据来研究 1912—1949 年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水平。② 从后见之明来看，近代中国社会发

展指标体系的提出，为充分发掘统计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巨大价值提供了重要的问题意识，它从大

数据研究的科学角度，为正确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与真实水平奠定了基础，对于深入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

四、作为方法的统计

统计不仅是一种资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 自梁启超提出历史统计学后，受其影响极大的便是

后来以票号研究闻名的卫聚贤《历史统计学》一书。 盛俊在为该书作序时强调，统计方法就是科学方

法，以统计方法来研究历史可以纠正种种流弊。③ 卫聚贤在自序中解释了历史统计学不注重高深的

方法统计，而注重一般使用的应用统计，尤其 “注重在练习；即是欲各位同学会作统计表及统

计图”。④

长期以来，从梁启超、卫聚贤等前辈学者践行历史统计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统计作为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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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仍处于数据收集与整理的阶段。 刘志伟、陈春声在评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

计》一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时，直言 20 世纪 80 年代计量史学热潮中，梁著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启发

了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重视对数字资料的收集利用以及量化统计分析。 刘志

伟、陈春声在文章中还提醒学者们注意梁方仲在处理、统计历史数据时坚持的历史方法。 他们高

度评价了梁著在计量方法运用中的典范意义：一方面要“从历代官私文献中汇集了大量的数据，
并加以科学的排列统计整理”，另一方面要“力图在通解历代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去解读数字资料

的方法”。①

如果跨出历史学界，从现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统计方法或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并不一样。 李连

江曾解释道：作为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与量化研究、量化方法同义，是见微知著、由此及彼的工具。
“此”是样本，是样本的属性，即样本统计值；“彼”是总体，是总体的属性，即总体参数。 样本统计值

是统计分析的事实依据，总体参数是统计分析的终极认识对象。② 随着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兴起，量化

研究、大数据研究方法等不同名目的统计研究方法在中外历史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国史研

究中，基于大量统计资料以及相关数据库的建立，诸多优秀的统计方法研究或量化研究不断涌现，梁
晨、李中清、康文林等人合著的《无声的革命》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来看，传统的历史统计与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不仅

仅是有助于学科交叉、有助于推动学科深入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某种程度上来说，借助于统计分

析方法，有助于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立足于丰富的统计资料，借助统计分析

方法，或许能够提出类似或进一步超越权威学者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李中清之

问”（谁有权生育、谁有权接受教育、谁有权做官）等研究议题，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

系的建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智

力支持。
综上所述，本文强调统计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方法与途径。 从古代中

国到现代中国，各时期都留下了丰富的统计资料，对它们的利用，既研究了中国历史学中的关键问

题，又与国家治理等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大议题密切相关，我们应当继承梁启超“历史统计学”
等前辈学者珍贵的历史遗产，进一步发掘、利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计资料，这是建构中国历史学

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的方法与途径。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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